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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迅速裁判之立法，自去年底起在國內掀起一股風潮。但以司法院領軍之各版本草案，招致來自各方之諸多批評。因日本曾有以侵害被告之迅速裁判權利為由，將案件判決免訴之最高法院判例，加上其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業經立法，各草案又多有引介日本法制者，是有研究之必要。
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47年12月20日大法庭判決（高田事件），將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保障國民接受迅速裁判之權利予以實效化，將非因被告事由而中斷審理約15年之案件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公訴時效完成之規定判決免訴。此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判例，具有下列劃時代意義。（1）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並非僅為保障迅速裁判之一般規定，在個別之刑事案件中，而有顯然遲延時，被告得引為具體之救濟規定。（2）雖刑事訴訟法無相對應之具體規定，仍得採取免訴以終止訴訟之非常救濟手段。（3）其判斷基準除遲延之期間外，尚須自遲延之原因、理由、被告利益等情況綜合判斷。（4）本案被告立即適用而具體地得到救濟。
惟其後雖同樣出現有非因被告因素遲延審理之案件，但無一引上開判例判決免訴者。其理由在於案情複雜、被告未對進行審理提供助力或被告並未因此受有防禦上之不利益，後兩者在學說上遭致相當之批判，認為係法院迴避責任，將之轉嫁於被告之舉。
日本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於西元2003年立法通過，其中雖全係宣示性條文，但仍具有相當之意義。依該法由最高裁判所每2年1次進行之檢討報告，分析造成審理期間延長之各因素。因與我國審理實務亦極相近，本文引用作為參考，並試加分析立法對審、檢、辯三方規制之可行性。
最後則是自有無立法之必要、其進程及其正當性、手段之合憲性等對我國各版本立法草案進行檢討。本文認為，立法基礎似尚不足，具有實效性規定者有憲法疑慮，應先將重心放在現制問題之發掘與解決之道方為可行。
壹、前言
司法院於民國98年下半年起，研擬「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下稱速審法草案草案），並召開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原本看似立意良善之法律，卻招致包括法官協會、民間司改會等團體巨大之反對聲浪。在速審法草案總說明（參閱附件二）中曾經載明：『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在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享有公平法院之迅速且公開審判的權利」…；…參考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第三條…；…參考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零三條之規定，訂立第十一條…；…參考日本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下稱裁判迅速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條之規定，明定國家應建構有效率的訴訟制度，並增加適當之司法人力及建立便於國民利用律師之體制及環境。…』等文字，其中援引諸多日本之法制，加上於本學期刑事訴訟法之課程中，亦有提及日本最高裁判所因違反憲法迅速裁判之規定，而對實體案件為免訴判決之前例。為求確認上開各法制、實務、學說間之關係，是應有必要將日本推動裁判迅速化之始末，作一較完整之介紹與分析，以期提供更多思考方向。
以下將依次介紹日本最高裁判所對於迅速裁判權利之實務運作，以及最高裁判所根據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所為之檢討報告，藉此分析我國在推動迅速裁判立法之得失後作結。
貳、日本迅速裁判之實務運作
一、代表判例-高田事件
（最高裁判所昭和47年12月20日大法庭判決）
（一）事實概要
昭和27年6月於名古屋市，發生包含襲擊高田派出所在內之一連串集團暴力事件，共有31名被告，以侵入住宅、放火、傷害等罪名遭到起訴。在檢察官舉證之過程中，昭和28年6月18日之公開審理期日起之被告26人，與昭和29年3月4日之公開審理期日起之被告4人，對渠等之審理即行中斷。再開審理時，為約15年後之昭和44年6月10日至9月25日。
審理中斷之理由，在於31名被告中有20人，因先前之「大須事件」遭到起訴，因頻繁出庭有所困難，故辯護人向法院聲請「大須事件」須優先審理，法院因此同意辯護人之聲請之故。
第一審之名古屋地方裁判所判決（名古屋地判昭44.9.18），以「本件準用時效完成之情形，應以依刑事訴訟法第337條第4款
之規定，對被告等均為免訴之判決為相當。」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認為第一審之判決對法令之解釋、適用有誤，其主張主要係認為，對於訴訟遲延之救濟對策，準用時效完成之規定，乃與日本刑事訴訟法第254 條規定提起公訴時，其時效即停止進行矛盾；且以目的性、彈性之法解釋之名為基礎，追加新免訴事由，亦顯然逸脫法解釋之限度
。
對此，第二審之名古屋高等裁判所（名古屋高判昭45.7.16）則全面採納檢察官上訴之意見，認為：「缺乏迅速之裁判，因此侵害被告之憲法上權利，雖或許依情形而生相關人員之責任問題，然不得解為僅依此理由，即得生以免訴或不受理判決之形式裁判終止訴訟之訴訟法上效果。」而撤銷原判決發回名古屋地方裁判所。被告等因此上訴最高裁判所。
（二）判旨概要
最高裁判所最終撤銷原判而自為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其判旨如下：
1、憲法第37條第1項所保障接受迅速裁判之權利，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之一，該規定非僅止於單為一般地保障迅速裁判，而要求採取必要之立法上及司法行政上之措施而已；應解釋為在個別之刑事事件，如有現實上明確違反上述保障，審理顯著遲延之結果，認有害接受迅速裁判之被告權利之異常情形，即便無相對應之具體規定，仍不許對該被告續行程序，而應採取終結該審理之非常救濟手段。
2、而具體之刑事事件中，其審理之遲延是否已達違反上開保障規定之程度，非應僅自遲延之期間劃一地判斷，應綜合考慮遲延之原因與理由等，認定是否為不得不之遲延，依此綜合考量遵守該規定之各項利益在實際上遭到何種程度侵害之各種情狀，加以綜合判斷決定。例如因案件之複雜，而須長時間之審理，即非該當。甚至是被告逃亡、拒絕出庭等由於被告之因素造成遲延之主要原因者，應認為係被告自己放棄接受迅速裁判之權利。即便該審理因此需時甚久，亦不能認有侵害被告接受迅速裁判之權利。
3、本案第一審裁判所於昭和44年更新審理程序，明顯已達違反憲法第37條第1 項保障接受迅速裁判規定之異常情形，應認可採取終止審理之非常救濟手段。刑事事件繫屬於裁判所而發生違反迅速裁判之保障規定時，現行法雖無具體明文規定終止其審理之方法，自本案審理之經過觀之，因繼續進行實體之審理並非適當，是判決免訴應為相當。
（三）分析
1、本判決具有劃時代之意義如下：
（1）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並非僅為保障迅速裁判之一般規定，在個別之刑事案件中，而有顯然遲延時，被告得引為具體之救濟規定。
（2）雖刑事訴訟法無相對應之具體規定，仍得採取免訴以終止訴訟之非常救濟手段。
（3）其判斷基準除遲延之期間外，尚須自遲延之原因、理由、被告利益等情況綜合判斷。
（4）本案被告立即適用而具體地得到救濟
。
以下分述之：
2、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之權利化
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裁判所起先將之認為宣示規定，並不適用於具體個案
，其代表性判例為最高裁判所昭和23年12月22日大法庭判例。該案由起訴至第二審判決歷時約6個半月，判旨認為「因違反迅速裁判之違法而撤銷第二審判決時，僅有發回一途。但如此僅有更阻礙裁判之進行，最終仍產生違反憲法之矛盾。因此未迅速裁判而違反憲法第37條第1項之規定，對判決顯無影響，不得作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該案如此判決之背景固然在於，違反憲法迅速裁判之規定產生之遲延，若係可歸責於承審法官之事由所致，應係在司法行政上追究該法官之責任，而非因此將程序終止之思維。除此之外，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與日本國憲法第38條第2項
對照之結果，將同法第37條第1項理解為不具實效性之宣示規定所致。
在學界松尾浩也教授、田宮裕教授之推波助瀾下，開始出現將迅速裁判權利化之聲浪。雖然兩者對於究係應將訴訟遲延作為量刑之要素，或是得因此為不受理之判決意見上有所歧異，但田宮教授還是認為必須委諸法律就其要件為具體詳細之規定為妥
。因之本案將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規定直接援引作為超法規之免訴依據，以為非常救濟之手段，並且肯認被告接受迅速裁判之具體權利，自屬先例
。
3、迅速裁判之權利是否受侵害之判斷基準
本案對法院之訴訟指揮、檢察官之訴追、被告之防禦等活動，自然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惟適用上之問題在於如何判斷被告接受迅速裁判之權利是否受有侵害之標準如何建立。大抵係自遲延之期間、遲延之理由、被告有無主張權利、被告所受之不利益各要件加以綜合判斷，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採之要件雷同
。
二、本案判決後實務之對應
本案判決後，原以為最高裁判所開闢之途徑，將為下級審裁判所廣為運用，但實際上正好相反，下級審裁判所對之反應相當冷淡，迄今再未出現同樣之例。先將學者整理本案判決後之判決表列如下
：
表一：高田事件判決後實務之對應
	編號
	判例字號
	遲延事實及原因
	未違反迅速裁判之理由

	一
	最二小判昭48.7.20（大同製鋼事件）
	因被告疾病原因中斷審理9年餘
	被告對程序之停止並未表示異議

	二
	最二小判昭49.5.31（近畿電工事件）
	被告上訴之案件，第二審審理中斷7年
	被告並未請求進行審理

	三
	最一小判昭50.8.6
（洲本市收賄事件）
	因法院之原因，一審判決後隔4年1月方將卷證送至第二審
	並不該當反於保障迅速裁判之異常情形

	四
	最一小判昭50.8.6
（姬路市水道損壞事件）
	因法院之原因，第一次第二審中斷審理4年，更一審中斷3年7月
	被告未為進行審理之請求、事實調查將近終了，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五
	最二小決昭53.9.4
（大須事件）（合併裁判部分）
	自起訴至第一審判決約26年
	案情複雜、證據量龐大、被告進行法庭鬥爭

	六
	最二小決昭53.9.4
（大須事件）（分離審判部分）
	第一審約17年3月（審理中斷14年）、第二審約5年
	須待合併裁判部分之審理結果

	七
	最一小判昭55.2.7
（峰山事件）
	第一審15年、第二審10年；其中各有3年、10年因被告疾病原因而中斷審理
	被告無防禦上之不利益

	八
	最三小決昭55.7.4
（羽田機場大樓示威事件）
	自第一審判決起至提出第三審上訴書為止共12年
	各級法院對於事實認定與法律評價有慎重審理之必要

	九
	最二小判昭58.5.27
（川崎飲食店負責人殺害事件）
	經第一審8年、第二審2年審理後，第二審撤銷第一審判決發回第一審

	長期審理之原因乃因被告於偵查時積極地湮滅罪證、又防禦上未有顯著之不利益

	十
	最三小決昭63.2.29
（熊本水俣病刑事事件）

	不詳
	過程複雜、前未曾有之公害案例，查明有所困難等特殊情狀

	十一
	京都地判平8.11.28

	起訴後30年6月始為第一審判決，審理程序因被告精神疾病停止26年
	被告防禦上無重大不利益


自上開判決觀之，法院乃因（1）案情複雜；（2）被告未對進行審理提供助力；（3）被告並未因此受有防禦上之不利益等理由，拒絕以迅速裁判之違反為理由之個案救濟。因此即有學者認為本案判決不過是將被認為人權問題之長期裁判之解決方法加以模糊化，只有在促進訴訟之意識型態政策上達成任務而已
。也有因此憂心法院僅在乎促進訴訟，而忘卻最基本之被告防禦權，在實體面、程序面上之行使，是應同時加強適正化之必要認識
。
三、問題點
自以上實務判決觀之，縱已有本案判決將迅速裁判權利化，其適用上仍有下列問題：
（一）除遲延事由可歸責於被告之情形，被告未積極促進訴訟審理之進行應如何評價？對之有認為係被告對自己權利之放棄，而無救濟之必要，即所謂「要求法理（demand rule）」。本案判決對此則自當事人主義構造之觀點出發，認為在檢察官舉證過程中，不能以未積極促請訂定審理期日為由，推定被告即放棄接受迅速裁判之權利，是否即採要求法理，尚屬不明
。惟其後如表一編號四之姬路市水道損壞事件，在檢察官已完成舉證之第二審審理時，其遲延乃因承審法院負擔過重、合議庭成員變更頻繁、廳舍狹窄等所致，仍以被告未有促進訴訟之積極態度為由，全般適用要求法理，即遭批評有有迴避責任，將之轉嫁至被告之虞
。且縱然係當事人主義之訴訟構造，被告仍係因檢察官之訴追而被動地負有應訴之義務，因此被告促進訴訟之責任自無由與法院或檢察官同視。誠如團藤重光法官於該案之少數意見所言，期待被告得知自己將獲無罪判決，而積極地促進審理，自屬無稽
。訴訟之遲延不但造成檢察官之舉證困難，被告主張自己無罪之證據亦無不同，似不宜僅以被告未積極促進審理，作為拒絕迅速裁判之要件。
（二）違反迅速裁判之保障，所侵害被告之利益內容為何？本案判決係以被告防禦權行使之不利益為中心，列舉如被告或證人之記憶減退、喪失、關係人死亡、證據物之滅失等可能之不利益
。除此之外，尚有因逮捕、羈押等造成拘束身體之不利益，或係在社會地位上產生之不利益等等。學者雖認因具體事由之舉證相當困難，上開各項不利益僅須達到抽象可能之程度為已足，但最高裁判所則有將不利益之認定，限定於防禦上之不利益之傾向
。
（三）終止訴訟之方法為何？原來存在不受理說與免訴說，前者尚可再行起訴，後者則不得再行起訴
，本案則援引憲法採取免訴之途徑。其後雖再無個案，但在表一編號七之峰山事件中，團藤重光法官與戶田弘法官，各提出不同於多數意見之反對意見，雖均主張該案已侵害迅速裁判之權利，但前者採免訴說，後者採不受理說
，仍無一致之見解。
參、日本迅速裁判之立法與運作
一、裁判迅速化之相關規定
迅速裁判之要求，無論從國家、被告、一般國民均有其利益。自國家之立場而言，迅速之證據收集為適當正確之裁判所必須，隨著犯罪後時間之經過，刑罰之意義也逐漸淡薄，而迅速之程序亦有助於訴訟之經濟。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立場，不確定之法律地位持續之結果，通常也帶來相當程度之不利益。對一般國民而言，裁判之迅速化，亦有助於減輕擔任裁判員時之負擔。因此日本除憲法第37條第1項外，刑事訴訟法第1條、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第1項、關於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之法律第51條對裁判之迅速化均有宣示性之規定。
而具體之作法在刑事訴訟法中即可見者，例如：「法院對於需時二日以上審理之案件，應盡可能連日開庭以繼續審理。」（第281條之6）或為盡可能及早終結訴訟，而導入公判前整理程序（第316條之2、之3）。其中因為迅速之搜查、審理均有賴訴訟關係人之協力（第316條之3第2項），因此在最高裁判所所訂定之刑事訴訟規則第303條，亦規定了法院對於檢察官、辯護人有妨害訴訟程序之迅速進行之情形時，得要求渠等說明理由。認有特別必要時，得通知對該檢察官有指揮監督之人及該辯護人所屬之律師公會或日本全國律師聯合會，請求應為必要之處理。處理之結果，並應通知法院
。
另外，在平成15年（西元2003年）頒佈施行之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下稱裁判迅速法），正式將裁判迅速化予以法制化
。其中第8條規定最高裁判所應每2年將其檢討之成果向國民公告。而該報告書之作成，係依關於裁判迅速化檢討之規則第1條之規定，由最高裁判所事務總長召開檢討會，並應聽取法官、檢察官、律師及具學識經驗者之意見
。是自其報告書應可相當程度窺得日本最近實務造成訴訟遲延之原因，可供參考
。
二、最高裁判所之檢討報告
（一）平成17年7月第1次報告

1、刑事通常第一審事件之概況：先將平成16年各地方裁判所之審理概況表列如下：
表二：日本刑事通常第一審事件之概況
	被告人數
	81251人

	平均審理期間（月）
	3.2個月

	受理案件起至第1次審理期日
	1.6個月

	第1次公判期日至終局判決
	1.6個月

	審理時間超過2年以上之比例
	0.3﹪

	平均開庭次數
	2.7次

	平均開庭間隔（自受理至判決）
	1.2個月

	平均開庭間隔（自第1次審理期日至判決）
	0.6個月

	平均詰問之證人
	0.7人

	被告否認率
	6.7﹪

	辯護人選任率
	97.9﹪


	指定辯護人選任率
	75﹪

	自選辯護人選任率
	24.4﹪

	外國人（通譯）案件率
	13.5﹪

	實施鑑定率
	0.2﹪

	實施履勘率
	0.1﹪


2、影響審理期間之可能因素
（1）開庭次數與平均開庭間隔：開庭次數與審理期間之長短成正比，而開庭次數多或審理期間長之案件，被告否認之比例較高。在被告否認之案件，因被告、辯護人不同意檢察官請求調查之證據書類，而有因此實施證人詰問導致開庭次數增加之傾向。平均開庭間隔隨著審理期間或開庭次數之增加而略增。
（2）調查證據程序：審理期間、開庭次數與詰問之證人多寡成正比。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證人詰問，比證明犯罪情狀之證人花費較多時間。
（3）審理期間超過2年之案件，其平均開庭間隔為1.1月，其長期化之原因在於證人之詰問而增加審理期日之時間。
（4）被告否認案件之平均審理期間為9.4個月，較之第一審案件之平均3.2個月、自白案件之2.8個月為高。審理期間因此超過1年之比率約2成。其中第一次審理期日起至終局判決所需時間，更遠高於自白案件。至被告否認案件之平均開庭次數7.6次、平均訊問證人2.6人，均較自白案件為高。而訊問證人數相同之案件，被告否認案件亦須經較長審理期間。
（5）被告人數之多寡與審理期間成正比。
（6）鑑定：實施鑑定之案件之平均審理期間為21.7個月，占審理期間超過2年以上之案件之約2成。實施鑑定之案件進行證人詰問之人數為4.9人，較未實施鑑定之2.6人高。審理期間超過2年之案件，其平均鑑定時間為8.6個月。實施鑑定案件之平均開庭間隔為1.4個月，亦較未實施鑑定者之1.2個月為高。（履勘之情形亦同）
（7）辯護人之不同：自選辯護人之案件較指定辯護人之平均審理期間為長，平均開庭次數也較多，其原因在於平均詰問證人數較多。
（8）羈押或具保：通常第一審案件中，無論自白或否認案件，被告具保中之案件平均審理期間最長，平均開庭次數、平均詰問證人數亦同。
（二）平成19年7月第2次報告

在第1次檢討結果公告後，刑事訴訟方面，增設公判前整理程序及期日間整理程序（刑事訴訟法第316條之2以下）、犯罪嫌疑人之指定辯護人選任制度、即決裁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350條之2以下），對裁判之迅速化造成一定之影響。
至於影響審理期間之可能原因，本次報告整理如下：
1、影響開庭次數之原因：
（1）詰問之證人數：於多數訴因之案件，被告對犯罪事實有所爭執，因而不同意檢察官請求調查之證據。例如詐欺之多數被害人中，其中一人之警詢、偵查筆錄不同意作為證據時，即須傳喚到庭作證，因此增加開庭之次數。
（2）證人一人之詰問時間：證人一人之詰問時間愈長，平均開庭次數即增加，但可藉由縮短開庭間隔予以彌補。而證人一人之詰問時間，即與案件之複雜程度成正比。
（3）詢問被告所需時間：被告否認之案件，平均實施被告詢問之審理期日為21.次，其中半數以上（54.2﹪）之案件，實施2次以上之被告詢問。審理期間超過2年之案件，平均詢問被告之審理期日為5.9次。此類案件例如共犯者多人、被害者多人之情形皆屬之。
2、影響開庭間隔之原因：
（1）鑑定：與平成17年之報告內容相近。
（2）追加起訴：此處之追加起訴，係指對同一被告之另案追加起訴之意。追加起訴之案件，因訴因之增加，詰問證人數、證人一人詰問所需時間之增加而導致開庭次數、被告詢問之審理期日均增加，因此平均審理期間、平均開庭次數、平均開庭間隔均較無追加起訴之案件為長。
（3）法院、檢察官、辯護人之職務執行情形：法制上雖然要求需時2次以上之審理期日者，應盡可能連日開庭。但實務上約指定3週至1個月後之庭期。審理期間超過2年以上之案件，自第1次審理期日至判決為止，平均開庭間隔則為1.5個月。
如此作法之優點在於可同時進行多數案件，多數之新收案件之第1次審理期日可盡早開始，但如須多次審理期日者，則勢必造成審理期間之延長。如此慣例運作之結果，造成審檢辯三方縮短事前準備之程序，以求儘速召開第1次審理期日，過程中如須進行實質之爭點整理，則隨程序之進行在各期日間進行之結果。
（4）法官、檢察官、辯護人之更迭：法官、檢察官均有定期異動，異動後承接之案件，無法馬上指定期日，開庭之間隔因此延長。辯護人雖無定期異動，但因解任、辭任而委任新辯護人時，因須閱卷或與被告再行討論案情，開庭間隔亦因此延長。
3、詰問證人數、證人一人詰問所需時間、詢問被告所需時間增加之原因：
（1）第一次審理期日前為有效爭點整理之困難：
A、公判前整理程序未能發揮於早期進行爭點整理之效果：因受預斷排除原則之拘束，於第一次審理期日前，無法依檢辯雙方爭執與否之事實關係訂立周全之審理計畫。
B、檢察官請求調查證據以外所持證據之開示：檢察官請求調查證據以外所持證據，並無開示之義務，僅係依最高裁判所之判例，於調查證據開始後，藉由法院之訴訟指揮權，於一定之情形而為證據開示之命令時，始有開示之義務。因此辯護人要求檢察官開示之證據如為檢察官所拒絕，即難於事前續行有效之爭點整理程序。實務上就不合於最高裁判所開示基準之案例，常由法院以勸告之方式進行，檢察官因此配合之情形也很多，但辯護人常以此主張該等開示應為必要，因此常有爭論，而使爭點整理之實效性大打折扣。又與下列（3）互為表裡者，對被告未明示其訴訟上主張者，檢察官因恐證據遭隱滅，亦有拒絕超過法律上開示範圍之傾向。
C、被告及其辯護人（下稱被告等）之主張並不明確：被告等之主張為何若非明確，爭點之所在即非明瞭，無法進行充分之爭點整理。在公判前整理程序導入之前，被告等對於在訴訟早期為明確之主張（正當防衛等）相當消極，其原因為法律並無規定被告等公開其預定主張內容之義務，因此多採行待檢察官開示證據後，方自檢察官提出證據之弱點加以供防之訴訟策略。自被告方而言，被告等欲明確其主張之內容，自須以檢察官之充分地證據開示受到保障為前提。
（2）舉證或判斷之困難：
A、以多數情況證據舉證犯罪事實、犯意時，在證據整理之階段，對於個別證據之待證事實與本案事實有無關聯、是否必要之判斷相當困難。因此詰問證人數將因此增加，證人一人之詰問所需時間亦因此延長。
B、被告供述之任意性成為爭點時，因被告主張其供述不具任意性時，須優先實施被告詢問後，由檢察官提出證明具任意性之證據方法加以調查。而以傳喚製作筆錄之人到庭作證為證據方法時，因除此證人之供述以外常別無其他證據，故為判斷此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可信性，必須進行詳細之詰問，再與被告之詢問交互比對，因而增加開庭次數。
（3）證人之詰問：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199條之4第2項本規定反詰問於主詰問完畢後即時為之，但實務上主詰問終了後，辯護人多主張須待逐字或訴繼記載之審判筆錄製作完成並確認無誤後方得進行反詰問，法院亦容許如此作法，導致同一證人常耗時2次以上之審理期日。
又反詰問為減低主詰問建立之信用性，亦常有須時2次以上審理期日者。而對證人在警詢、偵查曾經作過筆錄者，更須花費許多時間進行反詰問，因此需時更多審理期日進行證人詰問。其中許多情形並未進行具有實效性之爭點整理，或係對證人詰問之準備不充分；法院對此亦未進行適切之訴訟指揮，對於無關聯性之詰問不予禁止，造成詰問之冗長，因而增加開庭之次數。
（4）通譯：對於被告或證人為外國人而不通曉國語之情形，須有通譯在場。但通譯因個人對語言之認識、背景、文化之不同，需時更多時間方能進行正確之翻譯，且須考量通譯個人能配合之開庭時間，因此開庭間隔常有延長之情形。
（三）平成21年7月第3次報告

本次報告以公判前整理程序為主軸，加上最近施行之裁判員制度與未施行前之情形交叉分析，因公判前整理程序與我國刑事訴訟法所定準備程序，在促進審理之意義上雖有所共通，但公判前整理程序對應為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制度，我國亦無陪審或參審之國民參與制度，是與我國現制差異甚大，限於篇幅及能力，此部分暫且保留。
肆、我國迅速裁判立法草案之檢討
以上述日本推動裁判迅速化之經驗，對照本次司法院、法務部各自推動立法之速審法草案、刑事妥速偵查審判法（下稱速偵審法）草案及招致各方反對之理由
，本文認為之意見如下：
一、有無推動速審法草案之必要？ 
（一）案件之妥適與迅速之關係
日本在上述高田事件之後，確有學者建言必須注意是否一味講求裁判之迅速，而忽略裁判之妥適，其出發點仍在刑事訴訟之目的，必須兼顧真實之發現與人權之保障。然妥適與迅速並不當然成正相關或負相關之關係，後者縱有客觀之數據可以比較，前者除一望即知之錯誤外，並不能以下級審裁判之維持率，或下級審所為之訴訟行為不為上級審所支持，作為是否妥適之當然標準，此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重要意義。觀諸速審法草案對於妥適與否之規定，並無如迅速設有實效性之規定，亦即具有宣示性之意義，尚待具體作法予以落實。
（二）宣示性條文之意義
在高田事件之後，因將迅速裁判加以權利化，按理說應在其後裁判迅速法中予以實效性之規定，以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諺。惟日本裁判迅速法，卻全係宣示性而無實效之條文。其原因應可自高田事件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例，及其後之以違反迅速裁判為理由上訴之最高裁判所判決理由可窺知一般。
儘管如此，本文認為，宣示性條文之存在仍有其意義。首先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對裁判迅速化之政策確認，將使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可因此浮上檯面。其中雖有諸多為反映審理現實所定，但基於種種理由，無法賦予實效之規定，以日本裁判迅速法為例，如「法曹人口之大幅增加、法院及檢察署體制之充實」，係反映法院、檢察署之人力不足，此與國家預算之編列有直接相關，但牽涉權力分立原則，無法立法拘束；再如國家、政府之責任義務，僅得作為後來立法或推動行政措施之參考，亦無賦予實效之餘地。在司法權之行使方面，最高裁判所更得因此檢討影響促進裁判迅速化之各種因素，以其司法行政權限督促所屬下級審法院注意，等於司法權之自我檢討與反省。是方向正確之宣示性條文立法，自無不許。
惟在速審法草案中關於促進裁判迅速化之宣示性條文，不少存有憲法上疑慮（如第3條、第11條、第12條、第14條等，詳下述），亦使整部草案之說服力大打折扣。
二、推動速審法之進程及其正當性？
（一）速審法應有之進程
我國係成文法國家，若如速審法草案規定須具有裁定駁回起訴或限制上訴權之法律效果，自必須是現制對於該等案件已無能為力，方必須採用終止訴訟之非常救濟手段。而案件久久無法確定，其原因為何？若無法找出原因對症下藥，以日本為借鏡，就算賦予法院終止訴訟之非常救濟權力，恐無在第一線之法官敢予適用。蓋我國刑事訴訟現制雖為所謂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然訴訟如何進行，端賴法官之訴訟指揮，當事人之檢察官、被告並無決定之權。而訴訟之遲延必有原因，承審法官亦無從完全脫免司法行政之責任。倘若如速審法草案第6條、第9條之要件，完全與歸責無關，僅因時間之經過即得終止訴訟，似應先詳細調查何以久久無法確定之原因，思索現行刑事訴訟法制上之問題何在，有無可以解決之可能。若否，採行非常救濟手段或有其說服力。諸多為外界所詬病，久未確定之案件，均係在最後事實審之第二審與法律審之第三審間重覆上訴、發回，此時應檢討者，並非限制何時不能再上訴而強使案件確定；除法律之適用外，應係發回要求查明之事項，有無在事實審可能被查明，而該事項與構成要件事實之關係如何等，是否有可能透過一致之規定以立法規範加以解決。若不可能，本於刑事訴訟之目的亦有真實發現之目的，自無法僅依時間之經過或發回之次數，因主張人權之保障而終止訴訟。
日本訂定裁判迅速法，雖全係宣示性條文，但因此賦予最高裁判所提出檢討報告之義務。最高裁判所因此作成之報告，以統計數據分析造成訴訟長期化之原因，縱之後問題解決狀況尚非明確，然其作法亦值得借鏡。換言之，無法以立法或行政措施解決者，例如被告之自白與否，僅得作為參考；但可以透過立法、行政措施、法院行為解決者，例如實施鑑定之案件如何縮短鑑定時間、需要通譯之案件如何提高通譯之素質與翻譯之正確性、法官對於證人有無傳喚必要、詰問內容有無關聯之介入、提高事前爭點整理之實效性等等，則可以在兼顧迅速與妥適之要求下逐步改進。筆者身在國外，不知速審法草案提出之前，是否曾經作過如此之調查以為憑據，但從條文內容以觀，尚無從看出。是其進程應有再深思之必要。
（二）司法院訂立訴訟規則之合憲性
速審法草案第14條規定司法院得訂定訴訟規則，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之人（下稱當事人等），均應遵守。因速審法草案第3條、第11條與日本刑事訴訟規則第1條第2項、第303條完全相同，不免令人聯想，此條文是否有意仿日本之刑事訴訟規則，得以具體規範當事人等。若係如此，其合憲性如何？值得進一步說明。
日本之刑事訴訟規則，係依日本國憲法第77條第1項規定，最高裁判所具有對關於訴訟之程序、律師、法院之內部規律及司法事務之處理，訂定規則之權限，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亦應遵守。因此日本之刑事訴訟規則，其性質為憲法直接授權兼具最高裁判機關、唯一釋憲機關（日本國憲法第81條）、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最高裁判所
，以此規範同樣行使國家公權力之檢察官，以及一般國民與律師。在權力分立之構造上，並非司法高權內含之權力，而是基於憲法之委託，在訴訟程序之進行上，具有憲法高度之特殊司法規則。
至速審法草案第14條規定，係以法律授權僅具司法行政權限之司法院，以行政命令規範訴訟程序之當事人等。惟司法院所定規則僅能供各級法官參考，不得違反審判獨立原則，關於訴訟程序事項，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非司法行政所管轄，其中檢察官之檢察行政事務係由行政院下之法務部執掌，以該訴訟規則試圖建立檢察官遵守之義務，係以廣義之司法權介入行政權，違反憲法上之權力分立原則至為明顯，觀諸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40號解釋文亦極明瞭
。此與速審法草案第12條之規定，法院因迅速審理要求相關機關配合者，相關機關應優先儘速配合之情形，若同屬憲法機關，自不得以法律賦予該義務般，均存有合憲性之疑慮。再者，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權利，在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保障下，對之限制能否通過憲法第23條之要求？亦即必須衡量因此侵害之權利與保障之利益間衡平關係，而作為授權規定之速審法草案第14條，其內容是否堪稱具體明確而合於授權明確性原則，尚非全無疑問。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540號解釋文即明白揭櫫：「惟各該命令之內容不得牴觸法律，非有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亦不得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是我國憲法制度與日本並不全然相同，自無從比照辦理。若真有以具體條文規範當事人等之必要，依我國現制，自須修改刑事訴訟法以資因應。
三、審、檢、辯之促進審理
以上揭日本最高裁判所所為檢討報告提出之各項影響審理期間因素，輔以兩國刑事訴訟制度之異同加以分析，簡單表列如下：
表三：影響審理期間之因素及其對應
	影響審理期間之因素
	主導者
	本文意見

	開庭次數
	法院
	一、以下開庭次數之多寡至有效之爭點整理等項，均為法院根據案情需要而定，屬於法官獨立審判之範圍，現制雖有行政規則加以規範，然係為提醒法官事後可能擔負之司法行政責任所為之訓示規定，自無由立法限制。速審法草案第5條規定被告羈押案件之開庭間隔不得逾7日或14日之規定，參諸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40號解釋意旨，亦有違憲之虞。
二、影響開庭次數與開庭間隔之因素如下，以下分別說明。

	開庭間隔
	
	

	詰問證人數
	
	詰問證人數與法院判斷證人是否有傳喚之必要相關，而證人是否有傳喚之必要，自與待證事實是否與案件有關為斷。法院對此是否果斷，自為影響開庭次數之要因。

	證人一人之詰問時間
	
	一、證人詰問時之訴訟指揮權亦由法院行使，適切行使訴訟指揮權，亦有助於有效縮短證人詰問時間。
二、我國現制為卷證併送，與日本之起訴狀一本主義不同。法院於證人詰問前，早自卷證之警偵筆錄得知證人先前之供述，為打破法院對於證人之既存印象，辯護人為主（反）詰問時，勢必花費更多時間打擊證人之信用性，詰問之內容也因此常有必須自外圍事實逐漸向核心靠近之現象，是否與案情有關，端視法院之訴訟指揮而定，為保障被告之權利及律師之辯護權，自無從限制。

	詢問被告所需時間
	
	除被告之主張前後反覆、無從確定之情形外，被告之詢問為被告之訴訟權利，亦無從限制。法院應在最初詢問被告時盡可能確定其主張與爭點。惟被告事後反覆時，除可能形成法院不利之心證外，亦無從禁止。

	實施鑑定
	
	鑑定機關所需時間過長，應由最高司法行政機關與各實施鑑定機關協商如何縮短鑑定所需時間。

	須通譯之案件
	
	通譯翻譯之正確性應建立制度以資確保。

	被告羈押與否
	
	雖然被告羈押之案件在審理時間上短於被告具保之案件，但除因被告不到庭造成審理無法繼續之情形，被告之羈押與否，仍須依刑事訴訟法之羈押要件加以判斷，無從以促進訴訟為由羈押被告。

	有效之爭點整理
	
	我國因採卷證併送制度，起訴後辯護人得閱覽所有卷證，因此無辯護人猜測檢察官手上握有多少未提出證據，而請求證據開示之問題。因此法院於事前嚴格要求進行爭點整理應屬可能。惟刑事訴訟因有真實發現之目的，縱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6條之32規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在進行公判前整理程序或期日間整理程序之案件中，於該程序終了前未請求調查之證據，於程序終了後不得再請求調查；但仍有「不得已事由」及法院可依職權調查之例外。法院應特別注意有無藉此拖延訴訟之意圖，並記明筆錄以明責任。

	證據開示
	
	

	法官、檢察官之定期異動
	法院、檢察官
	現行實務已限制重大案件承審法官、檢察官之異動。

	被告人數之多寡
	檢察官
	相牽連之犯罪事實繁雜且被告多數之情形，原則應同時起訴，較符合訴訟經濟。因此造成審理期間之延長，相較於案件之個別起訴，在證據調查上之重複所花費之整體時間，還是以同時起訴為妥。被告多數之相牽連案件之分割起訴，如何分割為檢察權行使之核心內容，司法權無從置喙。如以法律強加限制，實務上亦窒礙難行，應以個案進行檢察行政之監督為妥。

	追加起訴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5條之追加起訴規定為「得」而非「應」，因此是否追加起訴之權，仍由檢察官依具體個案認定。追加起訴雖影響原來案件之審理期間，但分別起訴總計需要之審理期間，是否即較為經濟，尚乏具體數據足以判斷，理論上對之限制並無何憲法上疑慮，但現階段無此必要。

	起訴含多數之情況證據
	
	多數情況證據之調查雖較耗時，但只要其與證明被告犯罪有關，仍須調查。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設有裁定駁回起訴之規定，足以排除完全無犯罪嫌疑而起訴之情形，自無須再有何限制。

	被告之自白與否
	被告
	被告左列行為，均係其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無從由法律加以限制。

	被告主張供述不具任意性
	
	

	辯護人為自選或指定（公設）
	
	

	辯護人之解任
	
	


四、終止訴訟、限制上訴權、減輕其刑之合憲性
（一）迅速裁判之權利化
速審法草案第1條明文將迅速審判予以權利化，觀諸立法理由說明，其根據為「憲法第十六條明定訴訟權之保障，其內涵為保障人民有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四四六號、第五三０號解釋理由亦均明白揭示此一意旨。」惟所謂「迅速審判之權利」，其內涵為何？其與國家刑罰權追求之公平正義實現間有何關係？是否當然優位？若肯定，則其理論根據為何？
因為被告有迅速裁判之權利，故非因被告之事由而致刑事訴訟遲延者，公平正義之要求即應完全退讓之想法，就某程度而言不能謂完全錯誤。但迅速裁判權利之內涵，並非在於終止訴訟，而係在於如何促進訴訟。實則刑事訴訟法上檢察官所為之職權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法院審理程序中之簡式審判、聲請簡易判決等制度，均係有效縮短訴訟時間之制度。甚至，刑法中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也具有此方面之意義。現制無法解決者，乃最高法院積案過多及一再發回高院審理之現象，如前所述，在未找出原因及嘗試其他影響較小之方法前，僅以終止訴訟之方式，搬出迅速裁判之權利為擋箭牌，僅係掩飾潛在之問題，卻馬上淘空刑事訴訟之根本目的，實非明智之舉。況且久懸未定之案件，多係重大犯罪，各級法院有所本而慎重其事甚至吹毛求疵，乃從事審判者之當然，否則草率讓其確定，又豈是人民之福？
（二）終止訴訟、限制上訴權、減輕其刑之合憲性
雖然高田事件判決認為將迅速裁判之權利解為刑事訴訟法上未規定之免訴事由並不違反日本國憲法，但在我國能否做相同解釋，容有疑問。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30號解釋理由書關於迅速裁判之權利，僅有「其中規則制定權係指最高司法機關得由所屬審判成員就訴訟（或非訟）案件之審理程序有關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制訂規則，以期使訴訟程序公正、迅速進行，達成保障人民司法受益權之目的。又人民之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國家應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最高司法機關對於法官自有司法行政之監督權。」之說明，對之解為訴訟權之保障含迅速裁判在內尚可接受，惟自迅速裁判欲導出終止訴訟、限制上訴權、減輕其刑不違反憲法關於司法權行使之規定，尤其是作為司法權核心之公平正義之實現，應還須相當之理論、實務基礎以佐。松尾浩也教授即直言，以立法規定訴訟之遲延應減輕其刑，無異在獎勵訴訟之遲延，殊非可行
，更遑論限制上訴權或直接終止訴訟，似以交由法官斟酌個案情形為量刑之參考為當。
（三）迅速裁判與事後審制
日本之刑事第二審原則上採事後審制，但仍非完全禁止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請求調查之新證據，甚至在與量刑有關之證據，得由法院依職權調查（參照刑事訴訟法第382條之2、第393條第2項），因之其事後審性受到相當程度之修正
。如前所述，我國重大案件無法確定，多係在第二審、第三審間來回，如第二審改採事後審制，對於裁判迅速化有無影響？
以日本最高裁判所第2次檢討報告為例，與表二相較分析其原因如下
：
表四：日本平成18年刑事通常第二審事件之概況

	項目
	數據
	與表二相較

	被告人數
	9344人
	少

	平均審理期間（月）
	3.2個月
	相同

	審理時間超過2年以上之比例
	0.2﹪
	極接近

	平均開庭次數
	1.7次
	低

	平均開庭間隔（自受理至判決）
	1.5個月
	長

	平均詰問之證人
	0.2人
	少

	辯護人選任率
	97.9﹪
	低

	公設（或指定）辯護人選任率
	75﹪
	低

	自選辯護人選任率
	24.4﹪
	極接近

	實施鑑定率
	0.13﹪
	低

	實施履勘率
	0.1﹪
	低


與第一審影響審理期間之因素相較，影響第二審審理期間之因素，首先是上訴理由。以量刑不當或判決後情狀變更為由上訴者，比主張事實誤認之案件平均審理期間為短。其次撤銷原判自為判決者，審理期間則較上訴駁回者為長。尚與從來之理解無何差異。
改採事後審制，意味事實調查僅餘第一審而已，因此對第一審法官之辦案經驗、能力等各方面要求將大幅提高，自毋庸贅言。司法院近年來實施第二審法官回任第一審制度，由許多較資深、具豐富經驗之法官從事第一線之刑事審判，對提高第一審之正確率有極大幫助，值得肯定。而在司法一元化之進程下，亦將有為數不少之第三審、第二審法官向下級審移動，對於建構堅實之第一審，亦頗有助益。以民國97年之司法統計年報所載，第一審之上訴案件維持率雖逐年增加至7成
，但要說服國民改採事後審制，尚嫌不足。此外，除第一審判決之正確率外，要使案件盡早確定，還必須提高第二審之自為判決比例，其誘因如何建立尚待進一步研究。
上訴審應採事後審制、覆審制或續審制，本無絕對之優劣。現行覆審制導致調查證據重複之問題，某程度上亦係反映，第一審所為之調查證據程序過程未能符合多數檢察官或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期待，因此同一證人有再為詰問，同一鑑定有再行實施之必要。第二審法院之法官，如對第一審進行之證人詰問程序、內容具有高度信心，自可在第二審以同一證人無再傳喚之必要為由駁回當事人之聲請，程序上無何勞費。如表四所示，採行事後審制之日本，第二審與第一審之平均審理期間無何差異，第二審雖省去調查證據因此之開庭時間，但在上訴事由之原則與例外間，勢必仍有所掙扎，因此較按部就班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之第一審，其開庭間隔延長，在所難免。採行事後審制是否即當然有助於迅速之裁判，尚非無疑。重點似在第一審所進行之程序，如何得到當事人甚至上級法院信賴之問題。
五、速偵審法之必要性？
法務部隨著司法院之腳步，先是提出速偵審法草案，其後又研擬刑事妥速偵查法草案（下稱速偵查法草案），兩者大同小異。觀諸條文內容，令人興奮者乃意識到不起訴處分之發回問題，但在檢察官逾5年偵結之案件可減輕其刑，以及審理逾10年未能判決確定上，則與前述速審法草案有相同之謬誤，不再贅言。
檢察官之偵查為迅速裁判之一環不可否認，是否僅以時效制度規範為已足或許見仁見智，但前提是認有規範之必要。亦即此類問題之發生已無法以檢察一體之行政監督方式為之，必須動用立法權解決。現制檢察官並不如法官有憲法保障之法官獨立原則之適用，諸多管考制度如三個月未進行、案件之偵查時間及逾期未結之催辦、甚至依法院組織法由檢察長行使職務移轉權均已足夠，實看不出有何訂立本法之必要。自另一面向觀之，立法權如此程度之介入，將更壓縮檢察官主張辦案不受干涉之空間，是否有益，殊有疑問。至不起訴處分之發回限制，已涉及刑事訴訟制度在檢察權之行使及不起訴處分部分重大之變更，為免體制之紊亂，自無由另立特別法為之，而以修改刑事訴訟法為宜。
伍、結論
高田事件開啟日本迅速裁判權利之大門，使非因被告之因素中斷審理約15年之案件以終止訴訟方式結束，除將迅速裁判之權利實效化外，另一層意義應該是，對法院在指揮訴訟上重大缺失之默認。立法者應該體認到，以特別救濟手段終結之案件，若能全然與法院之責任無涉，該國之刑事訴訟制度，即應該有重新檢討之必要。司法院負責刑事訴訟法制之研擬、修正，對造成刑事訴訟遲延之原因未經檢討，率然以終止訴訟之方式欲達成迅速裁判之效果，只是將問題模糊化，對各審級之審判實務毫無幫助，造成連自家人都不支持之難堪後果。
迅速裁判之權利化為刑事訴訟制度之新潮流，各國作法或有不同。以本文引介之日本實務之進程，最大之啟發是按部就班之重要性。迅速裁判權利之實效性無法一蹴可幾，亦非藉立法可以解決現在之個案。造成裁判長期化之原因，與一國之法律制度、審判文化息息相關，絕非僅參照法律條文東拼西湊，即能建構出迅速裁判之環境。與在第一線參與審理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及鑑定人、通譯等影響審理期間之因素共同研商造成訴訟遲延之原因，尋求解決之方法相較，迅速裁判法之立法與否看來似乎也不那麼重要。若非如此，就算立法，連宣示之效果都談不上，就只是束之高閣之空殼而已。
附件一：裁判の迅速化に関する法律（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平成17年法律第107號
	
	原文
	中譯

	第一條
（目的）
	この法律は、司法を通じて権利利益が適切に実現されることその他の求められる役割を司法が十全に果たすために公正かつ適正で充実した手続の下で裁判が迅速に行われる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こと、内外の社会経済情勢等の変化に伴い、裁判がより迅速に行われることについての国民の要請にこたえることが緊要となっていること等にかんがみ、裁判の迅速化に関し、その趣旨、国の責務その他の基本となる事項を定めることにより、第一審の訴訟手続をはじめとする裁判所における手続全体の一層の迅速化を図り、もって国民の期待にこたえる司法制度の実現に資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本法係為充分地實現經由司法適切落實權利利益及其他司法任務，在公正且適當之充實程序下，迅速之裁判為不可或缺，隨著內外社會經濟情勢等之變化，有鑑於回應國民關於裁判更為迅速之要求極為重要，而規定關於裁判之迅速化、其趣旨、國家之責任義務及其他基本事項，以求自第一審訴訟程序起在法院之全體程序更進一步迅速化，因此實現足資回應國民之期待之司法制度為目的。

	第二條
（裁判之迅速化）
	裁判の迅速化は、第一審の訴訟手続については二年以内のできるだけ短い期間内にこれを終局させ、その他の裁判所における手続についてもそれぞれの手続に応じてできるだけ短い期間内にこれを終局させ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て、充実した手続を実施すること並びにこれを支える制度及び体制の整備を図ることにより行われるものとする。
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前項の制度及び体制の整備は、訴訟手続その他の裁判所における手続の整備、法曹人口の大幅な増加、裁判所及び検察庁の人的体制の充実、国民にとって利用しやすい弁護士の体制の整備等により行われるものとする。
裁判の迅速化に当たっては、当事者の正当な権利利益が害されないよう、手続が公正かつ適正に実施されることが確保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裁判之迅速化，係指以第一審之訴訟程序盡可能在二年以內之短期間內終結，其他法院之各種程序亦盡可能在短期間內終結為目標，以圖實施充實之程序及其支援制度、體制之準備。
前項關於裁判之迅速化之制度及體制之準備，係指訴訟程序及其他裁判所程序之準備、法曹人口之大幅增加、法院及檢察署體制之充實、便於國民利用之律師制度之準備。
裁判之迅速化，不得有害當事人正當之權利利益，並應確保程序之公正且適切之實施。

	第三條
（國家之責任義務）
	国は、裁判の迅速化（前条に規定する裁判の迅速化をいう。以下同じ。）を推進するため必要な施策を策定し、及び実施する責務を有する。
	國家負有為推進裁判迅速化（係指前條所規定之裁判之迅速化，下同），而擬定必要政策及將之實施之責任義務。

	第四條
（法制上之措施等）
	政府は、前条の施策を実施するため必要な法制上又は財政上の措置その他の措置を講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政府為實施前條之政策，應採取必要之法制上或財政上之措施。

	第五條
（日本律師公會聯合會之責任義務）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は、弁護士の使命及び職務の重要性にかんがみ、裁判の迅速化に関し、国民による弁護士の利用を容易にするための弁護士の態勢の整備その他の弁護士の体制の整備に努めるものとする。
	日本律師公會聯合會，本於律師之使命及職務之重要性，關於裁判之迅速化，應致力於便於國民利用之律師環境之及其他律師體制之準備。

	第六條
（法院之責任義務）
	受訴裁判所その他の裁判所における手続を実施する者は、充実した手続を実施することにより、可能な限り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第二条第一項の目標を実現するよう努めるものとする。
	承審法院及其他於法院程序之進行者，應致力於依充實之程序而實施，盡可能實現關於裁判迅速化之第二條第一項之目標。

	第七條
（當事人等之責任義務）
	当事者、代理人、弁護人その他の裁判所における手続において手続上の行為を行う者（次項において「当事者等」という。）は、可能な限り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第二条第一項の目標が実現できるよう、手続上の権利は、誠実にこれを行使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前項の規定は、当事者等の正当な権利の行使を妨げるものと解してはならない。
	當事人、代理人、律師及其他於法院之程序所為程序上行為之人（於次項簡稱當事人等），為盡可能實現關於裁判迅速化之第二條第一項之目標，應誠實行使其程序上之權利。
前項之規定，不得解為有礙當事人等正當權利之行使。

	第八條
（最高裁判所所為之檢討）
	最高裁判所は、裁判の迅速化を推進するため必要な事項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裁判所における手続に要した期間の状況、その長期化の原因その他必要な事項についての調査及び分析を通じて、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総合的、客観的かつ多角的な検証を行い、その結果を、二年ごとに、国民に明らかにするため公表するものとする。
前項の検証の結果については、第三条の規定による国の施策の策定及び実施に当たって、適切な活用が図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最高裁判所為明確化推進裁判迅速化之必要事項，應透過法院程序所需期間之狀況、其長期化之原因及其他必要事項之調查及分析，對裁判之迅速化進行綜合、客觀、多角度之檢討；為使國民明瞭，並應每二年將其結果公告。
前項檢討之結果，應於第三條規定之國家政策之擬定及實施時適切活用之。

	附則
	
	

	1（施行期日）
	この法律は、公布の日から施行する。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最高裁判所最初檢討結果之公告）
	第八条の規定による検証の結果の最初の公表は、この法律の施行の日から二年以内に行うものとする。
	第八條規定之檢討結果，其最初之公告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3（檢討）
	政府は、この法律の施行後十年を経過した場合において、この法律の施行の状況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その結果に基づいて所要の措置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
	政府於本法施行後十年，應檢討本法施行之狀況，認有必要時，得本於其結果採取須要之措施。



� 以下高田事件之事實概要及判旨，參照荒木伸怡，迅速な裁判—高田事件，收於別冊ジュリスト第174號「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八版」，第126頁。


�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37條第4款規定：「左列情形，應為免訴之判決。…四、時效完成時。」


� 參照橫山晃一郎，憲法と刑事訴訟法の交錯，昭和53年4月10日初版第二刷，成文堂，第229頁。


� 參照白取祐司，前揭文，第126至127頁。


� 最大判昭和23.12.22，參照白取祐司，迅速な裁判—高田事件，別冊ジュリスト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七版，第126頁。


� 在本案判決前，東京地方裁判所八王子支部曾於昭和37年5月16日，將第一次審理期日後即放置10年餘未進行之案件，準用提起公訴程序不適法之刑事訴訟法第3378條第4款規定而為不受理判決。惟除遭第二審撤銷外，更為最高裁判所第二小法庭昭和38年12月27日判決引用前揭昭和23年12月22日大法庭判例駁回被告之上訴。參照三井誠，迅速な裁判—高田事件，別冊ジュリスト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五版，第127至128頁。


�此外，尚有案例如：因可歸責第一審承審法官之事由，致應送至第二審之卷證延宕約4年1個月，而認為違反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之情形，亦僅生如何追究該承審法官之司法行政上責任，而與判決內容顯無顯無影響，不得作為撤銷原判決之理由（最三小判昭32.10.29）。甚且於下級審之審理，於起訴後歷時10年以上方進行實質之審理程序時，亦不得作為撤銷原判決之理由（東京高判昭41.3.30）。


參照村井敏邦，迅速な裁判—高田事件，別冊ジュリスト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第六版，第115頁。


� 日本國憲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因強迫、拷問或脅迫所得之自白或不當之長期身體拘束所得之自白，不得作為證據。」具有明確之法律效果。


� 參照村井敏邦，前揭文，第116頁。


� 在美國亦有因侵害迅速裁判之保障，而違反聯邦憲法修正案第6條規定，因此將有罪判決撤銷而終止訴訟並釋放被告之例（Dickey v. Florida, 398 U.S.30(1970)）。參照岡部泰昌，迅速な裁判保障—高田事件，別冊ジュリスト憲法判例百選第三版，第144至145頁。


� Barker v. Wingo , 40 U. S.L.Week 4840 案，參照岡部泰昌，前揭文，第145頁。


� 參照白取祐司，前揭文，第127頁。


� 參照畑博行，破棄差戾し判決と迅速な裁判の保障，ジュリスト昭和58年重要判例百選，第28頁。


� 本案之第一審（熊本地判昭54.3.22）判決，將偵查階段之遲延提起公訴之情形，亦認為違反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之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第1條之要求，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38條第4款判決免訴。第二審（福岡高判昭57.9.6）亦支持第一審判決，惟最高裁判所自本案之特殊性著眼，認為偵查階段並無顯然遲延之情形，而未對偵查階段之遲延是否亦有違反憲法之迅速裁判規定之適用表示意見。學界則有因公訴提起之遲延有時效制度予以保障，因此採消極見解者；亦有認為偵查、審理均係造成裁判遲延之原因，而應一體適用之正反兩面意見。參照村井敏邦，前揭文，第117頁。


� 參照小田中聰樹，長期裁判への問題一考察，法律時報45卷5號，第17頁。


� 參照村井敏邦，前揭文，第117頁。


� 惟有認係明確不採要求法理者，參照野中俊彥，迅速な裁判，ジュリスト憲法判例百選第三版，第146頁。


�參照三井誠，迅速な裁判を受ける権利，ジュリスト昭和50年重要判例百選，第154頁。


� 參照川崎英明，迅速な裁判，ジュリスト昭和55年重要判例百選，第200頁。


� 參照三井誠，前揭文，第128頁。


� 參照川崎英明，前揭文，第200頁。


� 參照野中俊彥，前揭文，第146頁。


� 參照上田勝美，迅速な裁判の保障，ジュリスト昭和55年重要判例百選，第23頁。


� 參照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弘文堂，平成21年5月15日五版2刷，第23至24頁。


� 限於篇幅，爰不對該法作逐條釋義。其條文之翻譯如附件一。


� 以平成17年7月之報告為例，參加檢討會之成員有飯田喜信（東京地方裁判所法官）、井崛利宏（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教授）、木村優子（日本電視台經營戰略局綜合宣傳部）、酒卷匡（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教授）、仙田滿（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建築師）、高橋宏志（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教授）、中尾正信（律師、東京律師公會）長戶雅子（產經新聞編輯局記者）、前田裕司（律師、東京律師公會）、山本和彥（一橋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教授）、山本信一（最高檢察署檢察官）、吉田正喜（最高檢察署檢察官）、綿引萬里子（司法研修所講座）。


� 報告書之內容分為民事訴訟（含行政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以下所介紹者，僅限於刑事訴訟部分。


� 以下數據及分析，皆引自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編，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検証に関する報告書，平成17年7月發行，第161頁以下。


�以下數據及分析，皆引自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編，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検証に関する報告書，平成19年7月發行，第323頁以下。


� 參照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編，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検証に関する報告書（分析編），平成21年7月發行，第89頁以下。


� 請參照網路可搜尋之中華民國法官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對草案之反對意見。


� 參照滝井繁男，最高裁判所は変わったか，岩波書店，2009年9月7日初版二刷，第13至18頁。


� 自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540號解釋文第一段與第二段就司法權、檢察權之規則制訂權分別論述即可得知。


� 參照松尾浩也，迅速な裁判，收於法學協會百周年論文集，有斐閣，昭和58年10月20日初版1刷，第603頁。


� 參照田口守一，前揭書，第441頁。


� 第1次檢討報告內無第二審之相關數據與分析，以下引用第2次報告。


� 表四之「與表二相較」一欄，為本文制作。


� 參照司法院司法統計�HYPERLINK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





146

